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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明清时期，商业观在徽州的兴起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实践尤其是完纳贡赋的实践中，徽州人的

商业意识得到了普遍的培养；在个人和家族的生命历程中，实现了商业和儒业的更替与分工；在理论上，

商业观得到了辨证的解读和重新诠释。虽然如此，在前近代徽州社会兴起的商业观有着种种显著的局限性，

最终没有使徽州踏入近代社会，而是在稳定和内向中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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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徽州的商业观在不同的层面上兴起。在实践尤其是完纳贡赋的实践中，

徽州本地的物产很早就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徽州与外地尤其是与江浙地区的联系网络在不

断扩大，徽州货币使用也比较广泛。这些实践催生和培养了徽州人的商业意识。在个人和家

族的生命历程体现出儒商并重与合流的趋势，家族建设和科举制度上也凸显了商业的分工。

徽州的儒士和商人还从理论上辩证地解读了传统的义利观和重农抑商观，提出了儒商事道相

通和农商交相重的新观点，发出了商不负于儒和商不负于农的呐喊。但是，这种商业观是兴

起于前近代的徽州社会，有着自身种种的局限性，因此，它没有把徽州社会带入近代社会，

而是使徽州社会在稳定和内向中走向衰落。 

 

一   商品化、网络与货币：商业意识的培养 

由于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扩张的人文礼教环境，徽州人的商业意识很早就得到培养，这主

要表现在较早的物产商品化、不断扩大的流通网络与广泛使用的货币等方面。在最基层的实

践中，商业意识产生了。 

徽州本土物产如茶叶、纸、竹木等商品化的进程很早就开始了。茶叶和商业之间的联系

很早就开始了。晚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载：“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

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与

之同时的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祁门县“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

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

赍银缗繒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
[1] （卷 802）1

业茶者需要用茶叶贸易去购买粮

食，完纳赋税。宣和年间改革茶课，由官方科买改为招诱商贩，茶叶进一步商品化，其生产

和贸易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徽州的女性也成为业茶的主力军，“清明灵草遍生芽，入夏

松萝味更差。多少归宁红袖女，也随阿母摘新茶。”
2
 徽州出产的纸在唐宋时就享有盛名，

深受使用者的喜爱。宋代上贡纸品的种类多，数量庞大。元代时各色纸品动辄以百万记。其

中数量不菲的部分是通过和买这样的商业手段获得的。官方常常压价采买，一度使槽户纷纷

逃移，政府被迫按实价购买楮和纸
3
，纸的商品化程度得到提高。宋末因为战乱，著名产纸

                                                        
1 （清）董诰等撰：《全唐文》卷 802，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第 8430-8431 页。 
2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 7“新安竹枝词”。 
3 嘉靖《徽州府志》卷 7《食货志》，第 622-6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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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四川所需要的关子纸就由徽州来造。木材也是徽州商品化较早的一种物产，宋代曾对木商

实行赋税优惠政策
4
，刺激了木商的兴起。随着茶叶、纸和木材等物产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

高，商业意识就在这种摘茶、造纸等等的生产活动中得到了普遍的培养和不断的提高，为徽

商的兴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徽州很多的贡赋品都得到外地去采办，如绸绢，虽然徽州也有生产，但质量不好，被称

为“下色绸绢”，在苛刻的监收官吏面前经常遭到退剥。质量差和原料缺乏限制了徽州布帛

的生产和销售，而在邻近的江浙一带，明中期以后已经成为主要的布帛业生产和流通中心，

徽州的纳户被迫高价折钱到那儿购买缴纳。明中后期，越境采买更为频繁，如丝绢、木植、

龙衣、城砖等都得要出境采买和烧造。歙县不产丝，却有丝捐，每年只好往浙江地方转买。

龙衣坐派一般都是到杭州机户那里去买
5
。城砖则是由里甲出银，官府派人到池州，招募砖

匠烧造。虽然徽州大木不多，政府却屡屡向徽州征办大木，只得到浙江、江西等地采办
6
。 

徽州为采买贡赋品而进行的越境商业活动，虽然是一种沉重负担，但也在客观上锻炼了

徽州人的经商才能，不仅使徽州商人熟悉了产地和水路，有时还借助官方的采买以夹带，增

加了商业活动的经验，加强了徽州与江浙地区的经济联系，后来这些地区就成为徽商最集中

的地方。以木商为例，明后期和清代，随着木材需求量的大量增长，徽州木商也几乎垄断了

江南广阔的木材市场
7
。徽商中很多人与江浙地区渊源颇深，不少是由江浙迁徽的衣冠之后

8
，

也有不少任职于江浙地区，他们既熟悉江浙地区的风土人情，又在迁移中熟悉了路程，同时

还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在江南地区的人脉关系。 

在宋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徽州出现了多种货币形式。布帛在历史上也长期行使着

贡赋品和货币的双重角色，五代时徽州割据政权用盐换军衫布，每布一匹换盐 7斤半。五代

末割据政权因为无盐可供，就将军衫布转为正赋
9
。徽州所制造的众多纸品中，有些具有货

币功能，如供应四川的关子纸
10
，还有盐钞、茶引纸。《二刻拍案惊奇》第 8 卷中有关于茶

引的一段描写：“宋时禁茶榷税，但是茶商纳了官银，方关‘茶引’，认‘引’不认人。有此

茶引，可以到处贩卖，每张之利，一两有余。大户人家尽有当着茶引生利的，所以这茶引当

得银子用。苏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张茶引，把小卿嫁与冯魁，即是此例也。沈将仕去了二千余

张茶引，即是去了二千余两银子。” 具有货币功能的盐钞、茶引对于徽州盐、茶的商业化经

营非常重要，它们使盐、茶与钱、粮、丝帛结合起来，提高了商业化程度，并形成越来越大

的流通网络。这种流通和交换网络的形成对徽州社会全面、整体的商业兴起有着非常深远的

影响。宋代赋税征收的货币最重要的是钱，还有一种是省钱，银也出现了，三者之间有一定

的比价，绍兴十八年时，大约每匹绸绢折钱 1800 文，折省钱 6000，折银 1.8 两
11
。大约 20

年后的乾道三年，婺源县上纳绸绢被退回，守臣请求每匹折省钱 3000
12
，可见那时省钱已经

升值一倍左右。绸绢折银表明白银的货币功能在不断强化。元代田赋征银，已行包银制
13
。 

贡赋是对民间社会影响最大的政府行为，应该说徽州物产的商品化程度、流通的领域与

货币的使用都与政府的贡赋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贡赋体制下的商业活动，但它对

                                                        
4 嘉靖《徽州府志》卷 7《食货志》，第 618-619 页。 
5 嘉靖《徽州府志》卷 8，《食货志·岁供》，第 748 页。 
6 嘉靖《徽州府志》卷 8《食货志·岁供》。 
7 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第 116-119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8 据赵华富的不完全统计，在 26 个避黄巢起义的始迁祖中，有吕从善、周钦、朱师古、陈禧、陈秀、康先、

金博道等是由中原迁到江南，后裔再迁到徽州，参见赵华富：《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安徽

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9 嘉靖《徽州府志》卷 7《食货志》，第 596 页。 
10 嘉靖《徽州府志》卷 7，《食货志》，第 623 页。 
11 淳熙《新安志》卷 2《叙贡赋》，第 136-137 页。 
12 淳熙《新安志》卷 2《叙贡赋》，第 132 页。 
13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 155-156 页，商务印书馆 1998 年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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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的商业意识的催生与培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在此基础之上，徽州人的职业

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职业选择迅速向商业倾斜，在他们及其家族的生命历程中，经营商

业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  商业与儒业：生命历程与分工模式 

传统儒士强调弘道济世、出仕治国的职业理想，他们在治生上强调诗书礼义，强调耕读

结合。正如绩溪遵义胡氏始迁祖胡清临死时告诫子弟的：“男勤于耕耘，女勤于织紝，诗书

无恶岁之名，礼义有丰年之实。”
14
宋代以来，儒家越来越倾向于在治学与治生之间保持一

种平衡。经世和治生的才能日益被重视和提倡。明末清初人陈确指出治生才是为学之本；偏

废任何一个，都难以维持好的人品或官品，最终是二者皆废
15
。这里的治生已经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耕读，“所谓治生者，人己皆给之谓，非瘠人肥己之谓也”
16
。“人己皆给”表明这不

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带有商业经营；“非瘠人肥己”则是对商业伦理的正面定位。儒业

的从业标准不断降低，与农、商一样，儒业在元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泛职业化的统称，包

括了涉及诗书礼义的各种行业。与此同时，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得到提高，黄宗羲的工商皆本

论正着眼于此
17
。社会舆论已经具有了更大的宽容度，儒士的职业取向更趋向多样化。宋代

士人家庭从事货殖之利的已经很普遍，士商合流的趋势已经形成。南宋以后经济中心进一步

南移，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徽州得地理之便，产生了一些经商的大族。明清时期，随着这

些世家大族人口的增长与分散，经营商业蔚然成风。 

作为中原衣冠后裔并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徽人，大量从事商业是完全正常的；但

诗书世家的身世背景，使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还是科举出仕，走上经商之路是被迫的无奈之

举。他们在职业选择上，采取儒、商并重与结合的策略，这鲜明地体现在他们个人和家族的

生命历程上。“新都业贾者什之七八，族为贾而俊为儒，因地趋时，则男子所有事，外言不

入于梱。”
18
以潘惟和为例

19
。潘惟和“家世用陶”，父亲让他习儒业，让次子经商。但次子

早丧。潘惟和于是一身两任，既不放弃儒业，又代做生意。他在商业经营上极为成功，一改

“家世用陶”的商业传统，或盐、或布、或质剂，周游江淮、吴越，因地制宜。因为他既有

儒名，又有厚资，所以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他却总是掩盖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就，更反对以

此来评判人的高下。与商业上的辉煌相比，他在儒业上却极为不顺，经过四十多年的大考、

小考，才踏入官场，出任光泽令。儒业和贾业上的巨大反差，使一些人认为他因商废儒。这

对他的刺激可能比较大，他说：“吾头可断，妻子可辱，此志终不可渝。”最后虽然如愿，但

显然经商对他的科举还是有影响的。而同时，屡考屡败也没有使他放弃商业，直到他的儿子

接替了他的商业经营，他才又归儒，并登上官场。老年时，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极为自负地

说：“吾能事无虑累百，其可市者三：以儒则市甲第，以贾则市素封，以奕则市国手；欲勇

者吾直以余勇贾之。” 潘惟和的生命历程就是一个儒、商并重与结合的典范，他一生的行为

和思想都印证了儒业和商业在徽州的影响和重视程度，但其中也可见到儒、商之间的差异和

冲突。他以儒代贾，儒、商并行，老而归儒，以儒起，以儒归，极富儒名，但商业意识已贯

穿了他的思想，儒甚至也成为他商业行为的一部分。 

儒、商并重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上，徽州家族的生命历程也是如此。潘惟和的父

亲是商人，潘惟和身兼儒、商两业，但他年老时还嘱咐子孙：诸子为良贾，诸孙为闳儒。儒、

                                                        
14 （民国）胡位咸编《遵义胡氏族谱》卷 7《世祖清公行实》、卷 8《始迁公本传》。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15 （清）陈确：《陈确集》之《文集》卷 5《学者以治生为本论》，第 158-159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 
16 （清）沈尧：《落帆楼文集》卷 9《与许海樵》。 
17 《明夷待访录》之《财记三》，《黄宗羲全集》第 41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18 王道昆：《太函集》卷 16《阜成篇》。 
19 汪道昆：《太函集》卷 34《潘汀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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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并重的家族生命历程昭然可见。汪道昆也自诩父辈“以贾代兴”、自己“以儒代起”的家

族更替
20
。从潘惟和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分工可以看到，在家族内部也实行儒、商结合的分工

模式。家族内士人的培养需要不菲的资财，一般的农家是难以负担的。“大之郡邑，小之乡

曲，非学，俗何以成；非财，人何以聚。既立之师，则必葺其舍宇，具其赍粮，及夫释菜之

祭，束修之礼，是不可以力耕得之也。”
21
在家族内实行儒、商的分工与更替，可以提升家

族声望，影响家族建设。在绩溪遵义胡氏早期的宗族建设中，以胡松为首的儒宦者和以胡柏

为首的治生者是主力军。胡松为官 30 多年，累官至工部尚书，自然是对他的族人有巨大的

表率作用，并对族人的科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胡柏在家治生，显著光大了以田地为主的家

业。松、柏两支前 8 世中儒宦人数超过了 110 位，占男性人口的 16%左右。如此多的儒宦者，

既能为他们宗族带来重要的地方声望，又有投身宗族建设的人才。胡松在族内有被神化的迹

象，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进行了建房修谱等宗族建设。胡松的妻子也积极参与了宗族

建设，遵循传统的妇德，善处自身，睦邻恤族，为族内的妇女作出表率
22
。 

商业的分工也在科举制度上得到了确认。明万历 33 年，歙人吴宪请立杭州商学。巡盐

御史叶永盛题奏：徽商行销浙引，许令现行盐人，并具嫡派子弟附试杭州，例由两浙驿传盐

法道取送府学，岁科两试，各拔取新生五十名，内拔入杭州府学二十名，仁和、钱塘两学各

十五名
23
。商学、商籍的设立从科举制度上确认了儒、商分工的现实，大大提升了商业经营

者及其后裔的政治地位，有助于商业观的进一步普及。商人不仅仅依靠科举，他们还充分利

用政府的财政困难，用金钱换取官爵。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上，商人并不逊色于传统的儒

士。因此，从哲学理论上构筑新的职业观和职业关系也势在必然。 

 

三  商业观的辩证诠释 

中国传统的职业价值观中，以士为首，农为本，商为末，重农抑商是核心。但是在这三

个阶层之间尤其是农商之间则常常出现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的不相称。徽州商业观的深入和

商业分工的普遍，使得传统的义利观和重农抑商思想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质疑，徽州的商人

和儒士对其进行了辩证的解读，提出了儒、商事道相通和农、商交相重的新观念。 

（一）义、利的辨证转换与儒、贾的事道相通。 

在儒家眼中，利的概念也并不是绝对的和僵化的，张载说：“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

身、利于国，皆非利也。”
24
利的这种概念，提供了义利互相转化的空间。徽商对此非常了

解，在商业经营中以义致利，经营成功后以利践义，树立了一种融于儒家道德理想中的商业

伦理。明代婺源商人李大暠对他的继承者传授心得：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25
。道光年间，黟

县商人舒遵刚从商人角度对义、利关系进行了剖析：钱就象流水一样，有源才有流，如果以

狡诈生财就是自塞其源；如果吝惜钱财而不用，或奢侈滥用钱财，就是自竭其流。以义为利，

因义而用财，不但不竭其流，而且丰富了源头，使之流而不竭，这就是生财之大道
26
。 

徽商不仅从义利关系上建构商业伦理，还从职业目的上模糊儒贾的职业差别，坚持儒贾

事道相通，儒贾职业并重。歙县人吴长公自幼业儒，父亲客死异乡后，母亲坚持要他弃儒以

承父业。他反复考虑后，认为：儒者为名高，因为名能带来利；而追逐经营之利，无非也就

                                                        
20 汪道昆《太函集》卷 55《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21 《两淮盐政全德记》，转引自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第 31 页。 
22 （民国）胡位咸编《遵义胡氏宗谱》卷 7《明故封淑人胡母汪氏行状》，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23《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 1469 条，第 485 页。 
24 张载：《张载集》之《性理拾遗》，第 375 页，中华书局 1978 年。 
25《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 867 条，第 273 页。 
26《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 877 条，第 276-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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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亲扬名，利同样能带来名；何况不顺母命就是不孝之子，不孝之人又怎能做个儒者呢？

于是他欣然弃儒业贾，求利以逐名
27
。吴长公无疑是用转换的手法来模糊名利之间的区别，

进而淡化儒贾在职业目的上的差异。儒贾虽然职业不同，但事道可以相通。所谓“业儒服贾

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
28
许多人也的确在致富后用儒行获得了不亚于甚至超过儒士

的美誉。徽州儒宦汪道昆有着著名的儒、商“一弛一张”论：“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

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29
“盖诎者

力不及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
30
 “藉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

儒？”
31
同儒业一样，商业也包含了一种道德伦理内涵。成功的商人可以付诸儒行，儒行包

括了养亲、急公、义行等等众多的深具伦理道德内涵的行为。徽州商人的地位实际上是同儒

分不开的。这是商业观在徽州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儒士代表的汪道昆，一反宋儒口不言利和

掩盖祖、父经商事实的做法，公开为商人呐喊，而且津津乐道于自己出身于盐商家庭。 

（二）重农抑商的重新诠释与农、商交相重。 

徽州人不仅对儒贾的关系有了重新的界定，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也进行了重新诠释。

随着“末富居多，本富居少”时代的到来，徽州社会已经变成“资爰有属，产自无恒”
32
。

土地已经不再是恒产，如果说还有恒产，那就是“恃外贸子钱为恒产”、“大都以货殖为恒产”
33
。这种财富观的改变，说明商业观已经突破传统的四民观而居于农业之上。重农抑商的传

统思想在徽州的各个阶层中间都受到质疑。明弘治、正德间，歙县商人许大兴弃农经商的理

由就是：徽州富人尚且缺少耕田，何况其他人呢，不经商无以生存；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和

贾不如耕的传统看法也不确切；耕者有十一之税，廉贾也有十一之税，商人不比农民差；古

人反对的不是商人，而是奸商
34
。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汪道昆对重农抑商的真正内涵表示了怀

疑。他认为，农、商“交相重”，农商都是被先王所重视的；所谓的重农，并不是蠲免农民

的十一之税；所谓的抑商，乃是抑制奸商的垄断，不是加征，商人的税额也不过十一；所以

重本抑末，并不是薄农税而重征商，而是一体视之，公平征税，就是要农商各得其所
35
。他

们以不同的身份，对传统意识形态中“抑商”的本意进行了重新的诠释，使重农抑商丧失了

理论基础。对商人所做贡献的呐喊和承认，激励了更多的农民、士人转变职业，投身商人阶

层。实际上，拥有小块土地，纯粹从事农业的人是受到人们轻视的。商人有豪杰、儒行等美

誉，农民却很少有什么美誉。这迫使农民反省自己：“丈夫生而志四方，若终其身为田舍翁，

将何日出人头地耶！”
36
与弃儒业贾者对弃儒的无奈和对儒业的留念甚至回归不一样，“以贾

代耕”和“弃农就商”者是对种田的无奈和对出人头地的追求。 

商人在赋役上的作用直接冲击了重农抑商论。明代中后期以来，赋役负担日益向中小农

民转移，徽州贫瘠而稀少的土地能承担多大的赋役负担是令人怀疑的。逋赋现象增多了，甚

至出现在习儒者的身上，而徽商在赋役方面表现得急公。商人不但为国库和地方财政贡献出

了商业税和土地买卖税，而且田赋征收也越来越多地出自商人，尤其是赋役征银后，更得倚

重于商人。具有多重身份的商人在赋役方面的地位已经取代了纯粹的农民。正因为如此，徽

州的商人、儒士和官员才有底气发出“贾何负于农”的呐喊，并且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

注入新的内涵。 

                                                        
27 汪道昆：《太函集》卷 54《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28《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 1342 条，第 439 页。 
29 汪道昆：《太函集》卷 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30 汪道昆：《太函集》卷 54《明故处士溪谷阳吴长公墓志铭》。 
31 汪道昆：《太函集》卷 52《明故明威将军新安卫指挥赠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 
3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 9 册《凤宁徽》。 
33 康熙《休宁县志》卷 1《风俗》，第 239 页。 
34《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 419 条，第 147 页。 
35 汪道昆：《太函集》卷 65《虞部陈使君榷政碑》。 
36 转引自陈其南：《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价值观与家族主义》，《江淮论坛》199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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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业观的前近代局限性 

在前近代徽州社会，虽然商业意识与精神得到了催生与培养，商业分工普遍，并在理论

上重新构筑了商业与其它职业的关系，但是，这些都带有前近代社会的种种局限性。首先，

从商品化、流通网络和货币使用等方面看，徽州商业意识的催生与培养，是在贡赋体制下实

现的。通过政府与民间交换、地方上贡、自行采买或招诱商贩等方式，贡赋对个人、家庭和

宗族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民众对商品经济的理解更多地是被动性地从完纳贡赋中体会到

的。贡赋体制下的商品经济显著不同于民间社会的商品经济，它只是为了生存和完纳赋役而

进行的一种贸易活动，真正的生产者无法享受这些产品，极少的特权富贵阶层主导着消费。

宋代徽州的贡赋性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随着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这种贡

赋性商品经济已开始向民间商品经济过渡。但是，由于徽州资源的缺乏和环境的特殊，却始

终停留在较为低级的层次上。很多徽州人在年幼贫穷的时候，就砍柴伐笋到市场上去卖，换

取米、盐等生活必需品；大多数在外地的徽州人也只是充当雇工。这是一种缺少资本积累的

商业活动，从根本上说是生存性的。他们的商业意识还只是前近代的。 

其次，商业与儒业的分工虽然普遍，但徽州人更重视的是儒、商职业的结合和更替，更

重视商业意识和儒家伦理的紧密结合。儒家伦理指导了徽商的儒行，规范了商业伦理和宗族

社会。宗族是众多儒行的实践地。商人的孝友思想、儒行和丰厚的资金为宗族的建设及正常

运转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伦理规范，商人日益成为族内经济与伦理的主导者。商人年轻时是怀

抱着“贾何负于农”的一股豪气而毅然离家别族，走上了外出闯荡的辛苦之路，老了之后，

对土地和宗族又有着异乎寻常的的眷念，赢利的商人倦归乡里，买田养老，积极投身于宗族

建设当中。富裕而归老的商人虽然挑战或取代了儒士在宗族建设的首要地位，但是并没有脱

离儒家伦理的规范。徽州商人的这种末不负于本、先末后本的不同时期有不同职业观的现象

便是徽商集儒、贾、农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体现。这种生命历程是徽州生存伦理的一个表现。

商人需要用儒行维护理学，以此提高商人的形象，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家庭的稳定。儒、

商的分工与合流，使得程朱理学的背后有着潜在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三，徽州“左儒右贾”、儒贾事道相通等等的理论是在儒学世俗化的大环境下产生的。

唐宋以来，新儒家“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
37
，以通俗的话语，深入世俗社会，占领

世俗伦理领域，使其受众日益向下普及。陆象山的听众就包括了不识字的人，王阳明的“致

良知”说教也是以“简易直接”为特色。王学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本人就是一个商人，其

门下有樵夫、陶匠、田夫，陶匠韩贞“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

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38
。新儒家试

图摆脱给人空洞说教的色彩，力图将经世理想更与实际相结合。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与儒士理

想的减退、儒业标准的降低、儒士的贫困化和更加关注生计等等的趋势都是一致的。 

徽州商业观的兴起，一方面说明了徽州人经商已经踢开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完成了由

实践到理论的转变，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说明，徽商的商

业利润已经支撑起了徽州地方的伦理社会，进一步巩固了徽州社会的伦理基础。“为士者转

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说明了徽商的前近代性，它无法把徽州带入近代社会。商业观的

兴起虽然创造了徽商执商界之牛耳的辉煌，同时也维护了东南邹鲁的美誉，发展出发达的宗

族制度，保持着徽州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内向化发展。明清徽州社会也因此成为老人的乐园、

宗族的沃土、礼教的天堂。商人只是徽人塑造徽州文化的一个手段，一个在徽州那样的生态

人文环境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前近代的徽州社会虽然曾经有

过激烈的思想和观念的变革，但在缙绅、宗族和老人的共同作用下，人文礼教的扩张消除了

商人增加后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徽州社会从稳定趋于保守和内向。在近代社会来临时，在前

                                                        
37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第 287 页。 
38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 32《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7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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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发展起来的徽商也走向了没落，徽州社会的发展也因之丧失了动力，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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